
用下走向灭亡的。
总之，白银货币化是研究晚明国家与社会转型的一把钥匙。在白银货币化历史大潮的推动下，晚

明国家与社会转型，中国与全球连接互动，形成了晚明中国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关于明代白银货币

化的概念，笔者归纳为以下５点：其一，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 。其二，白银从

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整个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其三，白银成为国家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

形态。其四，白银成为主币，中国建立起实际上的白银本位制。其五，白银成为世界货币。进一步说，

当１６世纪全球化开端之时，明代白银成为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并成为国家财政的主体，标志着明代

中国白银经济或者说白银时代的形成，中国走向了与世界的趋同。而白银货币经济极大地扩展，遂使

国家法定货币体系瓦解，国家由此丧失了对货币的绝对控制和垄断权，从此中国进入一种自由银制

度。中国以自由银作为主币，直至１９３５年才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白银经济存在了近５００年。这对

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极为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无疑成为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独特国情的重要组成部

分。自由银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值得我们今后加大力度进行深入研究，这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

本土特色的中国史理论将大有裨益。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０３—０５
作者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
———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

刘 志 伟

王毓铨先生一再强调，在明代，王朝与编户之间是一种人身控制关系，最能直接体现这种关系的

是编户向国家“纳粮当差”。他特别指出，“纳粮也是当差”，“配户当差”是明朝国家最本质性的特征

［详见王毓铨《纳粮也是当差》（《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 国 史 研 究》

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等文章］。自明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入清之后，虽然“纳粮当差”的说法时有所见，但在

表述一般编户向王朝国家承担的财政责任时，更常见的说法是“完纳钱粮”。这一微妙变化隐含着国

家转型的重大意义。如何从这个转变理解或解释明清国家或社会的转型，是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来在

王毓铨先生启发下努力探究的核心议题。实际上，这也是梁方仲先生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代田赋

史研究要解答的焦点问题。这里想概略地谈一点我们对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转变的制度原理

的粗浅认识，供大家批评。

一　纳粮当差的性质

首先，我们要明白王毓铨先生所谓的“当差”与现代财政概念的“纳税”之间的本质差别是什么？

为何说“纳粮也是当差”？所谓“当差”，即是服役。服役是基于身份上的依从关系而承担的义务，也就

是基于王朝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的人身支配关系而产生的一种资源供应关系。这种资源供应关系的

建立，不是根据双方的合意，而是基于人身的控制。因而，编户承担的义务，是人的身体能力的付出，

并且由占有者单方面强制执行，其负担轻重和提供方式，都是由王朝国家根据需要随时随意指定的；
而现代国家的“税收”则是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在法理上基于一种约定，公民根据约定的规则提供一定

额度的资源。二者的本质差别在于各自体现的国家与人民关系的不同。

中国历代王朝向编户的征派，因着征派方式的不同，有赋、税、租、庸、调、课、役等种种名目，其中

有以田地顷亩计征的税或租、赋，有以户或丁派征的差役。学界多以现代的观念分别理解为土地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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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税。朱元璋确实也曾经明确说过，“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历代相承，皆循其旧”（《明太祖实

录》卷一六五，洪武十七年九月己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１９６２年校印本，第２５４５页），似乎与现代观

念符节合拍。但是，这些以田、以丁征派的赋役，与现代税收概念中的财产税和人头税之间其实有本

质区别，无论赋税还是差役，在性质上都是一种基于人身隶属关系的义务，这种性质鲜明地体现在赋

役征派运作的基础———黄册里甲制度中。
明初建立的黄册里甲制度是一套以户为单位、人口与财产相结合的户籍管理体系。被编入里甲

中的人户，其身份是王朝臣民。民与君的关系，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就是“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

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五○，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丁卯）。这种“分”，即基于

“为吾民”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义务，其实现方式就是“配户当差”。户籍的编制是以职业来划分的，
民、军、灶、匠等不同的户当不同的差，所以田赋力役一切科派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役，而不是现代国

家的赋税。
所谓“配户当差”的方式，是在里甲体制下，综核每个人户人丁事产的多寡，确定其负担能力，作为

赋役征派的基础。朱元璋把这种赋役征派原则概括为“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

力”（《明太祖 实 录》卷 一 六 三，洪 武 十 七 年 七 月 乙 卯）。也 就 是 说，赋 役 科 派，以 黄 册 中 登 记 的 单

位———户为基本对象，根据每个户的人丁事产，核定各户负担能力的高下以及各赋役项目负担的轻

重，将特定赋役项目派给特定的编户去承担。因此，根据所谓“有田必有赋，有丁必有役”原则征发的

赋役，其实是落实到“户”中实现的，即所谓求户问赋、按户派役。在这个意义上，户就不只是因拥有一

定财产而负有缴纳财产税义务的主体，同时也作为“人丁事产的结合体”，具有赋役客体的意义。由此

看来，明朝的赋役征派在本质上就不是土地税和人头税，而是在配户当差原理下以丁粮多寡为依据的

等级户役。赋役征派的这一性质，并不否认人丁和土地才是最根本的税源，只是税源的确定与掌控是

以编户对王朝的人身隶属为基础，在赋役实际征派中则以户为基本对象和派征单位。明朝政府虽然

也编审丁口、田亩作为确定州县里甲赋役额度的依据，但田赋的实征和差役的编派则是以各户下的粮

额和以“人丁事产”核定的户等为依据。为什么明代黄册十年一造可以因袭不改，鱼鳞图册无须经常

编造，而赋役征派仍可以维持运作？就是由于当时赋役征派中最重要的不是根据土地、人丁数额，把

它们作为独立的派征对象，而是以人丁事产为手段来核定户等，让户承担赋役。
明朝赋役的这个本质性原理，在差役征派中可能没有什么异议，不需要我们多论。但田赋在性质

上也属于当差这一点，可能会受到质疑，所以这里有必要简要地讨论一下田赋的性质问题。《明史·
食货志》谓：“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

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

税额。”（张廷玉：《明史》卷七八《食货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８９６页）这段话的意思，我们当然可

以解释为田赋是以亩为单位、按一定税率征收的土地税，税率的差别也似乎是根据土地的权属来确定

的。但其实无论官田还是民田，在法权上并无根本的区别，其区分并非由于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是

由于土地占有者与国家的人身关系的不同。因为在王朝时期，国家向田地征收田赋的根据，与其说是

国家对田地的主权或所有权，还不如说是国家对田地占有者的人身控制权。在这种人身控制关系下，
编户缴纳田赋，实际是为王朝国家种田，本质上是一种役。根据王朝国家与占有者身份关系的不同，田
地科则也就有了等差。江南官田之所以赋重，是由于太祖怒其田主“为张士诚守”，因怒其人而重其役，
重役体现为重其所耕之田的赋，这鲜明地体现了土地赋税关系是由皇帝与编户的主从关系衍生出来的。
其实宋代官田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展开。这种以纳赋的方式承受役使的性质，
更直接体现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
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张廷玉：《明史》卷七八《食货二》，第１８９４页）一事上。这种对田地的种植品种和赋税缴纳物的硬性规

定，以及后来种种与市场物价脱节的田赋折纳比率的规定，都是田赋“差役”性质的体现。
如果说，上述只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推论，下面我们还可以通过明朝中期以后田赋征纳方式的变化

反过来观照明初田赋的性质。明朝田赋征收方式有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变化，就是从直接按科则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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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以科则为单位派征。所谓按科则征收，譬如，亩税三升，就是每亩征收三升米或麦；所谓以科则为

单位派征，例如，以亩税三升确定粮额，再按每粮一石派米（或银）若干的方式计征，就是说，税率的计

算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每亩科粮若干，第二个环节是每粮一石派米（或银）若干。明代中期以

后的田赋征收普遍按后一种方式进行。这个转变如何发生，我们稍后再谈。这里想先指出的是，这个

转变的发生，是由于在前一种方式下，科则其实并不能完全表示田赋的实际负担，老百姓不但要交纳

田赋科则所定的正额，还要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解运的劳役负担隐藏在田赋正额的背后。
不同田赋项目需要运到不同地方的仓库交纳，路途远近、道路险易的差异自然导致运输中劳动负担、
所需开销的不同，于是田赋有所谓重仓口（即路远道险的仓库）、轻仓口（即路近道平的仓库）之分。而

在派征中遵循的原则是，户等高的纳重仓口税粮，户等低的纳轻仓口税粮。于是，我们看到田赋其实

是根据户的负担能力来分派的。田赋实际负担由缴纳物本身与完成缴纳任务的人力物力支应共同构

成，只是在编户亲身应役的形态下，后者常常由于隐蔽且不可计量而为近世研究者所忽视，后来随着

完成缴纳任务的支应折算成实物或货币，这个负担转变为显性且可计量的支出，出现了耗米等名目。
这就让我们了解到，明初“有田则有赋”的田赋的负担，并不只是简单地根据土地面积征收的土地税，
而是编户齐民向王朝承担的种田纳赋之役，本质上就是一种差。

明朝政府运作的财政资源，主要依赖编户齐民的直接供应，而其供应方式远不限于田赋，更多的

是田赋之外的派征。在三编《大诰》中，我们可以看到被朱元璋严厉斥责的，大量是赋外科派，而这些

科派所依据的，在本质上都是王朝国家对编户的人身统属关系。王毓铨先生曾强调指出，明初各级政

府的资源需求很大程度上是靠差役提供的。在朱元璋的制度设计中，除了苏、松重赋之外，大多数地

区的田赋是比较轻的，地方官府收入相当微薄，官府的人员和财政规模被严格限制。虽然这样做的本

意或许是要减轻人民负担，杜绝官吏扰民，但事实上，地方官府没有法定行政公费，行政运作的资源主

要由里甲编户提供，本来被朱元璋严禁的法外科派，实际上成为地方政府和官员收入的主要来源，结

果自然就是州县政府以差役的方式向里甲编户进行的征派呈一种常规化、合法化的增长态势，进而强

化了配户当差的制度性基础。明代差役负担的加重，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官员的贪婪需索使然，其实

乃有其结构性的制度逻辑。
“纳粮当差”与现代税收之区别，最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官府的财政需求没有一定的预算定额，

而是根据需要随时派征；二是纳税人的负担，并非单一地由可以用标准单位计量的物质或货币构成，
而是包括了在缴纳相应的钱物同时衍生出来的人力物力支应，因而赋役的实际负担是非定额化的；三
是赋役负担的对象，以编户为基本单元，在性质上作为课税客体的财产（田地）和人丁，综合地构成了

核定每个编户负担能力的要素；四是派给各户负担的轻重根据其负担能力来确定。这种体制是基于

所有的编户齐民都必须承担为王朝国家服役的义务这一原理的，种田纳赋是一种最基本的义务，本质

上就是差役；田赋之外，应当的劳务、勾摄公事、办纳物料是役，戍守军卫是役，出任官职也是役。总

之，人是朝廷的人，所有个人为王朝国家运作的贡献，在法理上都是服役当差。由于承担这种服役义

务的基本单位是户，而户的财力有贫富之殊，人丁有多寡之别，承担服役义务的能力有很大差异，所以

为了保证王朝国家对编户控制的稳定性，历代王朝都需要秉持“均平”的原则，根据编户的负担能力派

给轻重不同的赋役负担。在实物经济为主导和人身控制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下，明朝国家运作所

需的人力物力供应，大量 是 由 编 户 直 接 提 供，实 物 和 劳 力 的 需 求 因 人 因 事 变 动 不 定，因 此，所 谓“均

平”，只能笼统地通过对编户负担能力划分等级、分派轻重不等差役的方式去实现。以这种方式实现

的均平，并无一定的定额，也并非比例赋税，而是随时量户以定差意义上的均平。明代前期由赋役征

派引出的种种矛盾，都是在这样的机制下发生的。因而，随着明代社会经济和政治运作的发展，在很

多地方为了实现更加合理化的均平而采取了种种变通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原理上都通往同一改革方

向，我们下面简要地作一些讨论。

二　从户役到地丁

明朝赋役转变的总趋势是差役课税化，也就是由基于编户对王朝的人身隶属关系的当差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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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权力为依据向个人财产的课税，并以定期征收定额的比例赋税取代根据编户的负担能力因事

随时摊派的方式。这个转变，首先体现在田赋征收中的差役成分向田赋附加税衍变上。前面我们已

经分析过，明初田赋在税粮正额背后还蕴含着差役的成分，即所谓“以运纳借之民力”。这个隐含的役

是怎样变成税的呢？这是从民运体制下的补贴加征发展来的。《大诰续编》“议让纳粮第七十八”透露

了一点信息：“催粮之时，其纳户人等粮少者，或百户、或十户、或三五户，自备盘缠，水觅船只，旱觅车

辆，于中议让几人总领，跟随粮长赴合该仓分交纳。就乡里加三起程，其粮长并不许起立诸等名色，取
要钱物。”这意思是若干户可以集合在一起，委托几个人负责跟随粮长去解运。而纳户需多交些粮米

给参与运输的人户作为运费补贴。随着漕粮由民户自解慢慢演变为交给卫所军队解运，这种老百姓

之间的补贴就以加耗的形式实现，也就是田赋正额中隐藏的运输徭役变成了田赋正额的附加税———
耗米，田赋的实际负担开始变得比较确定，运输劳役被以田赋附加税的形式“赋税化”了，赋中有役的

田赋向比较纯粹的赋税迈进了一步。因为耗米乃由运输劳役转化而来，所以路远途艰的重仓口自然

加耗多，而轻仓口加耗少。延续此前上户应重仓口的原则，理论上耗米轻重应与户等高下相对应。实

际运作中出现的“苏松民俗大户不出加耗，以致小户连累纳欠”（万历《嘉定县志》卷四“营建考下”，中

国方志丛书本，第２６０～２６１页）的弊端恰好从反面说明科派原则是大户纳耗多，小户纳耗少。
为了解决这一弊端，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年）周忱实行了平米法，以“均征加耗”为改革的核心内容，反

映了由户役制的均平观念到课税制的均平观念的转变。户无论大小，田无论官民，均得加耗。合计全

县耗米，与田赋正额加起来得出实际应征的总额，谓之平米。将平米总额向田赋正额摊派，于是平米

成了实际征收的税额，而原来的田赋税粮额则成了摊派的对象。周忱同时还利用平米的摊派比例来

调整官民田实际负担。对本身科则较高的官田所负担的税粮，仅派给较少的平米，对本身科则较低的

民田所负担的税粮，则派给较多的平米。这样，平米事实上成为一个新的税，它与明初的田赋不同，进
一步与户的身份、户等脱离了关系，而转化为以粮额为摊派对象、课征对象的征课，其实质就是更单纯

地以土地为课税客体了。如果说朱元璋所定的田赋是“赋中有役”的话，那么耗米的出现就使赋中之

役赋税化了，平米的出现则可以说是创造出了真正意义上以土地为对象的财产税，把带着等级户役性

质的田赋向着土地财产税方向推进了一大步。粮额这个因素则开始从作为人丁事产结合体的户中分

离出来，单独被作为摊派、课征的对象了。
周忱的改革还不仅止于此。因为平米法所征的加耗米在支付漕粮运输费用、损耗外，还有一定剩

余，即余米，而里甲户除了运输税粮的责任之外还负担有其他徭役，很自然地，这一笔剩余经费就被用

来调整其他里甲公费负担。周忱设济农仓储存余米，“遇农民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不等口

粮，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皆取足于此”（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陈子

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４２８８页）。这就开启了一个方向，即用平

米这一项财产税来承担部分徭役。以劳役形式出现的徭役负担事实上开始赋税化，开始向财产税方

向迈出了一小步，徭役的派征对象开始从户向粮额转变。
在田赋征收变化的同时，差役征派也逐渐发生着转变。差役本来是直接的人力物力的征调，但以

缴纳一定额度的钱物代替亲身应役的做法，自古有之。明代初年，以出钱出物替代应当差役的做法在

民间以个人行为的方式也已存在。朱元璋在《大诰续编》“民间差发第五十九”中说：“官府一应差发，
皆是细民应当。正是富家，却好不曾正当官差，算起买嘱官吏，不当正差，私下使用钱物。计算起来，
与当差不争来去，不知如何愚到至极之处。”朱元璋以为使用钱物和当差负担相差不多，所以不明白为

何这些富家愿意出钱物而不愿意当差。其实出钱出物与当差的最大差别在于，出钱物是可以计算并

有一定数额的，当差则是一应负担俱由应役者承受、不可预计的。这就是富家选择的理由。而且就是

这个区别，形成了后来差役征派弊端百出之时官府改革差役征派方式的基本思路。这个转变的制度

性设计，以均徭法的实行为典型。大约在正统年间开始逐渐推行开来的均徭法，基本的内容是固定负

担项目、差役名额，并且伴随着折银实现了定额化，先是按由人丁事产所定的户等由重到轻均派，后来

又直接按丁、粮摊征。徭役从不确定的临时性劳动征发变成了定额的货币赋税，也逐渐不再需要将具

体徭役项目指派给特定人户，只需要保证全县的徭役银收支平衡即可。与此相伴发生的变化是作为

·７１·



徭役课税客体的户逐渐分裂为丁和地（或粮），徭役银额被分别按比例摊派到丁额和地亩额（或粮额）
上。

我们看到几个变化的线索在相互交织，赋役征派的原则和实现方式逐渐向同一方向转变。第一，
田赋中的徭役成分、徭役通过附加税，照丁粮派征等形式逐渐赋税化了。第二，平米法改革使平米成

为实际的税，粮额从户中分离出来，成了平米的课征对象。等级户役性质的赋役向以土地为课税客体

的财产税转变。第三，将平米向粮额摊派的方式开启了一个解决财政经费的新方法，就是把各种负担

都合计在一起，然后向粮额摊派下去，无论是耗米还是里甲公费都可以从平米中解决。随着徭役逐渐

赋税化，这个原理也就可以扩延到所有的当差项目，很多开支都可以摊派到粮额上去。这就是一条鞭

法的原则。
成化、弘治以后，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如里甲公费、上供物料、匠役、渔课米、盐钞银）看到

与前述三个转变类似方向的一系列改变。这一系列变革最后汇成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乃是一个长

期累积、水到渠成的结果，是对此前一系列变化的整合。虽然具体实施的情况因地而异，但总的趋势

是赋役由等级户役逐渐向定额化的比例赋税衍变。明初所定的田赋科则体现了土地的自然属性与由

占有者身份产生的差役属性，在后来的赋税改革过程中，根据科则确定的田赋正额，衍变为摊派实际

应纳税额的对象，“粮”由税额转换为计税单位；原来按以人丁事产确定的户等派充的差役，折银计算

后分拆为向土地（或粮额）派征的部分和按人丁派征的部分。按土地（或粮额）征派的役银与田赋合

并，按地或粮派征，形成了以土地为课税客体的地银；向人丁派征的役银则形成以丁为课税客体的丁

银。从形式上看，由此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税和人头税。至此，等级户役下的征发对象户分裂演

变为比例赋税下的“丁”和“地（或粮）”，田赋和不确定的户役整合，分化为定额化的地税和丁税（即清

代所谓的“额征地丁银”，或简称“地丁”）。到清代，王朝赋役征派完成了由“当差”到“钱粮”的转变。
上述赋役结构的演变可以图示如下。

明代赋役结构演变简明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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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方框中的“粮”表示按粮派征的部分，方框中的“丁”表示按丁派征的部分。

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地银、丁银仅是形式上的土地税和人头税。因为在前述变化的同时，作为赋

税征派单位的“丁”和“亩”的实质也在慢慢改变。丁田、丁粮互相折准的惯例使得丁、地二者的区别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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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模糊了。在很大程度上，丁额仅是一个账簿上的摊派对象，一个计税单位。田地的数额本来就因

为各地计算方式差异、折亩等因素具有税亩的性质，一条鞭法到摊丁入地的改革更进一步使得地亩数

额像粮额一样变成账册上的摊派对象、课征对象，亩也成为一个计税单位。“丁”、“亩”、“粮”的摊派对

象化，使得地银、丁银出现并经摊丁入地最终归并为地丁银这个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户役分化组合

为土地税、人头税，进而转为统一的土地税，事实上形成了所谓原额主义的财政架构。这套财政架构

之所以可以运作下去，与国家与编户之间关系的转变紧密相关，在这个转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白

银。

三　白银的意义

在中国王朝贡赋体制内，其实一直有一种潜在的动力和机制推动着国家赋役体系向前述方向演

变，在明代以前，很多朝代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过类似变化，但赋役性质并未根本改变。
真正在制度上和性质上不可逆转地完成这个转变，并且引致王朝国家体制的结构性转型，发生在明代

中期。１５世纪开启的这场历史性变革之所以能够完成，除了有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历史

原因，需要从总体上去认识之外，与１６世纪日本、美洲白银输入因缘际会，白银货币进入到王朝国家

赋役征派领域，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性因素。我们要在上述明代赋役性质转变中来把握白银对

明清历史发展的意义。
首先，１６世纪白银的大量流入与广泛运用使白银的便利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润滑了社会各

阶层的交往方式，从而令前述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不可逆的过程。在明初以丁粮多寡为序的等级户

役体制下，无论赋役负担本身还是户的负担能力，都缺乏统一且可计算的衡量尺度，上等之户应重役、
下等之户应轻役的等级户役只是一个相对性的原则。白银的广泛使用令政府运作的所有需求都可以

通过市场购买的方式来获得。白银作为贵金属，其货币价值相对稳定且无需任何信用提供保障。白

银作为标准的价值尺度，可以作为计量不同物品、不同劳役的等价物，使得不同的赋役项目的价值变

成可比较的。政府运作的资源需求，可以用这个统一的价值标准制为定额，编制预算，按比例课税。
而且白银还有支付、储藏的便利。在１６世纪大量白银流入的推动下，白银的这些特性得到充分发挥，
过去实物财政运作中难以避免的弊端失去了产生的基质，使官府、老百姓等方方面面都从用银中得到

便利，白银得以在财政运转中扮演主要媒介的角色，使前述赋役制度变革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白银在国家财政领域的广泛运用，当然可以拉动商品市场的扩大，但是大量白银被吸纳到财政领

域，作为资源运用、分配和支付的手段，也直接改变了国家运作的方式。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国家架构、
国家与老百姓交往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白银对中国国家、社会转型的意义，而不只是着眼于商品经济和

市场化问题。在以白银为基础手段的“完纳钱粮”的赋税体制下，国家资源调拨采取了白银货币的方

式，而不再是劳役与实物征发的形式。赋税的性质变成了比例化的财产税，户仅是核定财产的单位，
一个类似法人的纳税账户。国家只需要通过账户核定财产与税额信息并且因地制宜地通过某种机制

征收上来即可，无需再究心于户下的人丁事产构成以及户下人口的住址。国家与百姓的关系从基于

人身控制的纳粮当差的关系转变为人民用不同的纳税账户名义向国家缴纳货币或实物定额比例赋税

的关系，也就是完纳钱粮的关系。这个转变，不仅意味着编户与王朝国家之间的关系与过去不同，也

改变了国家财政实现的方式与国家行政运作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王朝国家的形态以及社会结构从

明初到明末清初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关于这一点，这篇简短的笔谈不能展开，可参考我们其他相关的

讨论。
（附识：本篇笔谈基于我与申斌同学的多次讨论写成。）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０３—０５
作者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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